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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
———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田 希
摘 要: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
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
“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
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
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
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
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
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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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外王(政治)思想，公羊学家董仲舒《春
秋繁露》为一大代表。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之一，
富有生命力，而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以“人副天
数”、“性三品”、“德治”等思想见世，汉武帝“独尊
儒术”，儒家反而失却生命力。牟宗三对此曾引
用陆九渊之言，“象山云:‘秦不会坏了学脉，至汉
而大坏。’象山说此话之底子，其眼目当然很高。
……归根结蒂还是君主专制家天下之大私一问
题。……儒者以圣王为政治上之最高格，此在根
本上是反英雄情欲生命之非理性，故贱视五霸以
及汉高祖马上得天下所开之英雄。”［1］259这里不
仅仅是儒学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之问题(德治、
治道) ，而且关涉到政治层面君主专制问题(体
制、政道) ，这二问题内在蕴涵于牟宗三政治哲学
运思———《政道与治道》中。《春秋繁露》与《政
道与治道》二者都以德治为研究对象，但思路却
不甚相同。《春秋繁露》代表传统德治思想，从
“人副天数”、“性三品”等方面诠释德治，流于主
观理想。传统德治其可行性、不足方面，也未加
阐明，这一点也被学界所忽视。依牟宗三《政道
与治道》来判摄《春秋繁露》，考察如下问题:传统
德治思想到底有有何不足?其根源何在?如何
解决可操作性问题?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利于对
儒家政治哲学进行多元化视角把握与认识，并在
古今思想对比中对同一问题进行消化与再理解。
一、“人副天数”、“性三品”说与“德化之治道”
(一)范畴厘清
首先需要界定牟宗三几对概念范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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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政道”;“理性之运用表现”(亦作“理性之
作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
表现”、“理性之外延表现”。这几对概念其实是
两对范畴:一种是德治、人治、泛道德主义、传统
治理方式;一种是法治、体制架构、现代治理
方式。
治道，有儒家治道、道家治道、法家治道等，
牟宗三主要阐述儒家“德化之治道”。德化治道
主要落实在具体人格上，针对对象为主政者、治
者个人，牟宗三称之为“圣君贤臣”。政道，则是
指科学民主政治。“理性之运用表现”，属于“德
化之治道”，而最高境界，则是“彻底散开之个体
主义”。牟宗三所谓“架构”，“依以下两义定:
一、从自己主位中推开而向客观方面想，自己让
开，推向客观方面，依此而说架构;二、推向客观
方面，要照顾到各方面，而为公平合理之鉴别与
形成，依此而说架构。”［1］261“理性之架构表现”，
则是指科学与民主政治，侧重于体制层面建构。
在君民关系上，“理性之运用表现”是隶属方式
(Sub － Ordination) ，“理性之架构表现”则是对
待关系、对列格局(Co － Ordination)。在牟宗三
看来，“理性之内容表现”，表现为仁者德治，是
人治主义;“理性之外延表现”，则表现为政道、
政体，属于法治主义方面。“内容表现”、“外延
表现”这对概念与“理性之运用表现”、“理性之
架构表现”大致相类，只是角度稍异。而《政道
与治道》一书中，牟宗三大多以“理性之运用表
现”、“理性之架构表现”表示，而“内容表现”、
“外延表现”只在妙处与缺点处说明。
虽然提法甚多，但牟宗三与董仲舒相同，核
心都是在说“德治”。这二字已涵盖了两重含
义，首先“治”，是针对主政者而说，而“德”也是
同一对象，要求道德高尚，能负起教化万民之
责，行不言之身教，化民风、平民心，要求主政者
与圣人二合一，内圣外王。且不论其理论实现
概率，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
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政者正也”等语言犹在耳，后世儒家如董
仲舒不可能不受影响。治理权力越高，道德要
求相应越高。所以德治对象不是对所有人，而
是针对主政者而言。
(二)“人副天数”:德化之合法性与治道之
落实
范畴厘清后，再看依牟宗三观点如何判摄
《春秋繁露》德治思想。
董仲舒所处时代，西汉夺取政权才几十年，
国家初步稳定。前朝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严
刑峻法，吏治酷烈，最终不得人心，二世而亡。
汉朝自刘邦以来，深以为戒，一度以黄老之学宽
慰民心。而后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人副天
数”、“性三品”说等思想博得汉武帝重用，使得
儒家地位得以占主流。他主张儒家德治，重视
主政者个人德行品质对于国家之良性影响。
《春秋繁露》讲德治之前，先以一套哲学理
论奠定基础，以“人副天数”将君权神化，使政权
具有合法性，然后以“性三品”说赋予君王以圣
王人格，使圣与王(即政治权位与道德境界)统
一于一身，使主政者德治具有合法性，德治教化
也成为主政者应有之职责。
董仲舒认为，人是天之副本，人性来源于
天，君权由天所授，君主以天为准则，法天做事，
君主以天象自警。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
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
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
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
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
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
副在乎人。”［2］319“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
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2］34
“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
化草木。”［2］333“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
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
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2］170 － 171“天高其位
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故位尊
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
主者，法天之行，……故为人主者，以无为
为道，以不私为宝。”［2］165“欲其省天谴而畏
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
明善心以反道者也。”［2］156“受命之君，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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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
天以孝道也。……民者，瞑也。”［2］286
在董仲舒看来，人形体气血、性情精神符合
天道，是天之副本，这是理论基础。更进一步，
人应该以天道为规则，形成一套“法天”行为体
系。人们瞑而不觉，唯天子受天命而成圣人，教
化百姓，管理国家，行事效法天道。这一套“副
天”、“法天”理论行为体系，都宣告一种命定观、
英雄观、不平等观。对于不同身份地位者而言，
这套理论产生了不同作用:对主政者汉武帝而
言，便是一种维护，天下是天所赋予，自己是命
定天子，更易滋长个人欲望，骄纵放任;对百姓
而言，愈发柔顺卑弱，因为自己身处社会地位、
道德等级最底层，只能被动接受天意，从而失去
抗争合法性。于是千百年来中国百姓在这种专
制统治下养成卑弱性格。这种“损下益上”思维
形成定势后，一方面是国家易于维持长久大一
统局面，另一方面是百姓心性被压抑。然而这
实际上是不平等观，将社会地位不平等与道德
捆绑，人为造成道德不平等，剥夺其相关权益，
对底层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牟宗三也诠释德治是“法天”。他认为，天
地不独裁，主政者亦当如此，故其教化、治理，都
以顺化百姓为重。德化之治道，“其极就是法
天”，目的在于“让任何物皆各遂其生，各得其
所”，这是“圣君贤相”之德，也是“天地之德”，
“忘掉他现实上权位之无限，而进至法天以成德
之无限，当然不把持独裁任何物”，当然这种治
道缺点在于无政道。［1］32牟宗三与董仲舒不同之
处在于，董仲舒是以神权、天命观为前提，赋予
主政者神圣性、必然性，不仅权位最高，而且道
德最高，因此才有“法天”“教化”之责，天象警
示也只针对主政者，而不是针对百姓，因此其
“人副天数”只是少数人理论，多数权利与责任
均由少数人分享承担。而道德与社会实际地位
挂钩，天子既是圣又是王，诸侯、士、民随着地位
降低，道德境界也转低，因此也有种划分先天道
德等级之弊，这容易导致高层愈放肆、底层愈无
信心，都是隐患。牟宗三则是顺儒家“法天”思
路，但去除其神秘化、天命观因素，以自然、人本
主义态度来诠释德治。
与《春秋繁露》相对照，依牟宗三《政道与治
道》思路，则有两点相符:一是德化之治道是落
实在具体人格上，二是由于无政道，只有治道，
只能客观化皇帝，德化皇帝与宰相，实现“圣君
贤相”。
(三)“性三品”说与英雄圣贤人格
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
性”与“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纯善无恶，“斗
筲之性”纯恶无善，而“中民之性”善恶夹杂，世
人大都是“中民之性”，半善半恶，故可以教化。
圣人与斗筲之性世间少有，前者不教而善，后者
教之亦恶，都不能依赖教化改变，正与孔子之言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3］200相应。冯友兰评价董
仲舒人性论，认为其“盖就孔、孟、荀之说而融合
之”［4］21。其认为性有善端，但还不是善。人之
质中不仅有性，亦有情，性主仁，而情主贪，故需
以性制情，导人向善。
“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
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
全为善也。……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
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
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2］297“性如
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
待教而为善。”［2］300“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
有雏而卵非雏也。”［2］303“天生民性有善质，
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
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
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
也。”［2］302“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
能至也，故不谓性。”［2］312“性者，天质之朴
也;善者，王教之化也。”［2］313
“性三品”说是受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影响之
再发挥。“圣人之性”先天即善，不需教育;下等
“斗筲之性”，教也无用;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名
性，可善可恶，且占大多数，需要教育。以主政
者承接天意教化万民，人性论上论证了统治合
理性。性如禾、善如米，性如卵、善未成，种种比
喻目的是为了说明人性有善之因素，而未能呈
现出现实之善。性与善不同之处在于，性是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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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善是现实性。如何呈现?“教之”，要靠圣
王(既是王，又有圣性)。这里将最高位者道德
神化，以巩固其政权，其是“圣”所以天生为善且
能教化万民。将人道德贬低，人无自立成善之
可行性，不具备自觉成善作圣之内因，而是依赖
圣王教化为外因，将成善归功于外在、他者教
化，而从根子上否定个人自体觉悟可能性。
董仲舒上述思想可以推出:(1)天意立王以
善民，王乃天意所属，这是天人感应、人副天数、
君权天授。(2)从性三品说，民有善质而未能
善，属“中民之性”，而天意以王善民，王具有“圣
人之性”，否则有何能力、权利教化人民? (3)王
不仅是政治权位最高(王承天意) ，而且道德最
高(“圣人之性”以善民)。(4)人民是“中民之
性”，不能自己成善，“非质朴之所能至”，要靠圣
王教化，“教训之所然”。(5)人无自觉性，暗昧
无知(“瞑”) ，需要天子教化开启民智，由民而
士、而诸侯、而天子，层层递进，道德境界与政治
阶层成正比。即社会地位愈低，其道德境界愈
低，反之则愈高。
可见“性三品”是种分别性、差等性理论，一
方面，为圣王政权合法性辩护。性分三品，“圣
人之性”天生是善，高于人民，且“人副天数”，君
权天授，所以说帝王、主政者是“圣人之性”，是
天意赋予，则政权合法性方面上承于天，不可更
改，暗含命定论，政权不可推翻(即政道方面不
可改革)。另一方面，中民为多数人，纯粹以“德
化之治道”解决之(技术层面动作，局部改善)。
换句话说，“性三品说”是论证政权合法性，全是
“理性之运用表现”，否定“理性之架构表现”。
然而它是种不平等观、命定论、英雄观，否认偶
然性，封闭政道，为“德化之治道”铺路。
《春秋繁露》将圣与王融为一身，且认为是
天命所授，对此，牟宗三有不同意见。他将二者
分开，认为一种是英雄，一种是圣贤。他指出，
圣贤人格难于做事，重在立德，英雄人格反之，
其使命是解决时代问题，二者不同在于，前者可
以用道德消化自身命运感，而后者不能，后者层
次虽低于前者但不可或缺。［1］95并且他说:“人总
渴望着一个真生命真人格出现，王者可，圣者亦
可。从现实上说，王者比较有力;从理想上说，
圣者则更伟大。”［1］99英雄立功，圣贤立德。牟宗
三将《春秋繁露》里圣王一体分开为圣贤、英雄，
赋予两种人格不同使命，使其各得其所，他虽然
对圣贤与英雄有不同评价，认为前者较高，但同
时也肯定后者对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与董仲舒所说王承天意之说不同，牟宗三
认为，“仁者德治”达不到，不能在政道上设立制
度以实现，在“仁者德治”观念下，“‘唯仁者宜在
高位’，此即必须以圣人为王，故曰圣王。”［1］138
董仲舒是将圣与王统一，但实际政治由王操作，
即暗示王即是圣。而牟宗三认为不妥，出发点
首先是政道，退而求其次才是德治，且德治将德
性置于首位，即道德优于政治，要求圣人做王。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但这也反映出，要求圣人
作王与他将圣贤人格看得比英雄人格高，其思
想具有一贯性。
更重要之处在于，《春秋繁露》以圣贤人格
或宗教家来要求政治人物，过于理想化，在现实
中行不通。牟宗三指出，在政治中，“有力而不
用可，然不能无力”，向内发展德性固可成圣，但
政治人物主要是解决问题，发展德性上“常无此
耐力”，即英雄有力，但内在德性有所欠缺。［1］2
而《春秋繁露》将英雄圣贤集于一身，未免理想
化———既是道德境界最高者，负责教化人民，又
是实际政治统治者，有治理天下之权。所以董
仲舒将英雄人格与圣贤人格集合，实际是拔高
了主政者之资格、条件。虽然这种圣贤英雄合
一人格在理论上能最大程度发挥“理性之运用
表现”作用，最能实现德治，但在实际中，却难以
保证这种情况必然实现，因为要求过高，理论超
出实际过多。
二、“理性之运用表现”:治道单线化
由《春秋繁露》可见，在政道不得更改之前
提下，中国传统文人只能极力发展治道，导致单
腿走路，治道单线化发展。董仲舒在德治方面，
对主政者提出诸多要点，比如，重文轻武、举善
去恶、自谦聚贤、居无为行不言、仁人义我、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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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刑、教化等，但都属于治道。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
心。”［2］101“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
群者也。”［2］133“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
恩达矣。”［2］146“不可先倡，感而后应。……
常尽其下，故能为之上也。”［2］170“万物各得
其冥，则百官劝职，争进其功。”［2］178 － 179“固
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
……为 人 君 者 居 无 为 之 位，行 不 言
之教。”［2］175
“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
尊尊。”［2］102
“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
不在 爱 我。义 之 法 在 正 我，不 在 正
人。”［2］250“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
责于外，此之谓也。”［2］255
“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以此为
度而调匀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
治也。”［2］228“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
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
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2］174
所引语句，按类划分，分别表明董仲舒“与民同
欲”、“教化万民”、“仁人义我”、“调匀适度”等
观点。而牟宗三也曾表达相似观点:一、“让开
一步，物各其物”，成儒家德化之治道;二、“圣君
贤相”，要求有圣贤人格。二者在治道上共同点
有:在社会政治层面，与民同欲，“让开一步，物
各其物”，对于人民群众，主张同民所欲、教化，
行不言之教，在潜移默化中改善民风习气;在个
人生活层面，追求圣贤人格、道德境界，仁人义
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也是德治具体要求。
与牟宗三不同，《春秋繁露》不止于“让开一
步”，仍要调节、调匀，可见董仲舒有儒家积极之
风，并非纯然无为，但其本质上不属于“理性之
架构表现”层面，仍是“运用表现”这一路;而牟
宗三“德化之治道”，境界很高，最终推到“道化
之治道”，实际归于道家一路，颇有垂拱而治、无
为而治之趣。
而在牟宗三看来，个人道德实践与政治道
德教化有分际，不可混淆。前者“全为内在”，是
一无限追求过程，而后者则只能维持一般人道
生活规则，是外在维持，不可“精微地苛求”，这
是政治限度。［1］127可以说前者是严于律己，不断
追求，后者是宽以待人，守住底线而已。这与
《春秋繁露》所谓“以仁治人，义治我”有相似之
处。董仲舒“仁人义我”实际上还是圣王大一统
式治道，虽然也讲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没
有政道理念，是主政者一个人说了算，且暗含有
道德等级思想，宽以待人是因为群众道德低，而
不是从现实、人性角度出发。而牟宗三统观政
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为政道留下地
盘，考虑现实治理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具有现
代意味。
那么对于传统德治而言，“理性之运用表
现”如何展开?
牟宗三指出，皇帝权位最高，超出法律之
外，所以以政道将皇帝客观化不可行，只能在治
道方面努力，对君、相进行德化，这即是“法天”，
是为了“物物各得其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要求君、相在德性上能成圣、贤，德要落实到其
人格上，君、相必须要“慎独”，向内求自身德性
之“觉醒”，这是“天理”、“天地气象”，亚里士多
德之“纯 实 现 性 (Pure Form，Pure Actuali-
ty)”。［1］30由于皇权具有无上地位，皇帝作为主
政者，其一言一行具有重大影响，超越法律效
力。因此在君主专制基础上，民主法治政体难
以发挥作用，因此只能将皇帝视作政道，政道落
于治道，其“理性之运用表现”系于个人，要求君
是圣君、臣是贤臣。正因为国家系于君臣，所以
君臣道德素质要求极高，要向内修心克己，严于
律己，达到“内圣”境界，以最优化君道、治道，才
能使政道欠缺这一问题得到减轻。
“德化之治道”目标何在，最高境界是什么?
牟宗三认为，“各正性命”即为最高境界，换言
之，能使万物“各得其所，一体平铺”，即一种“彻
底散开之个体主义”，这种德治是“单线孤行”之
“高级政治”;而“架构表现”方面由于未能形成
近代国家政治形态，只能由“运用表现”绕开架
构来实现其目的;所以中国政治“有吏治而无政
治”，即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法律也是治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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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架构意义;而君相由于权位最高而使架构
失去效力，故可以直接德化天下，以伦理道德为
“自然律”。［1］49德治目的在于，发挥人民群众个
体自主性、能动性，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人
能安排在适当位置，恰如其分，形成良性互补、
资源最优化配置。因为缺乏政道、架构表现，从
理想角度看，这种最高境界将本属于政道层面
之法律纳入治道，将社会德化，以“德”化“法”，
使人伦道德取得法律高度，从而上行下效，天下
“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种德治，需要主政者
个人(圣君贤臣)让位于人民，不盲目人为安排
干预，让人民发挥自性，适其自性，人民为主，主
政者克己内省，顺民意而落实之。单纯从理念
上看，境界极高。
这里牟宗三提到，德治长处在于，儒家政治
思想，不是以概念、形式予以确定，而是依靠“直
觉心灵”对生活“事理之当然”作具体、实际处
理，并且对于个体生命予以尊重、顺应，使事理
恰如其分，此即仁德;它是“内容之表现”，不是
“外延之表现”，但也因为其缺乏确定形式，导致
“内容表现”难以把握;但牟宗三却认为“事理之
当然”属于客观，仁德是主观，从具体、实际理性
中可以表现出“活泼”与“幽默”。［1］129 － 131对于牟
宗三这种观点，见仁见智。从好处说，德治没有
标准，不可量化，只能凭借主政者个人对国情、
民意、人性之深刻认识，结合实际作出最优解决
方案，大方向上容易把握;从弱点说，德治没有
确定形式，难以实行，或者实行也难以达到良好
效果，因为主政者个人是靠感觉、感受、理解来
制定决策，比较笼统，政令到基层则难以达到具
体效果，使人无所用力。也正因如此，德治长处
在于其不受形式束缚，灵活机动，随机应变。
三、德治之不足:“理性之架构表现”欠缺
(一)治道有三大缺陷
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可以看出，“德化之治
道”虽然有其高明之处，但缺陷也十分严重。对
此，有三条可究:(1)德治“可遇而不可求”，表明
这种机会有稀缺性;(2)“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表明这种现实有暂时性;(3)德治压力全在于在
位者个人，“担负过重”，表明这种操作具有不可
行性、危险性。［1］134牟宗三分析出这三条，表明
德治全靠个人德性支撑，其实现条件难以具足。
鉴于此，牟宗三认为德治不可靠。他认为
德治只是“仁者之德性运用”，是“现时法”，“只
是当下之呈现”，每一仁者之德性运用皆独一无
二，“皆是实现，皆是创造，而并不能传递。虽有
风流余韵，然只是其德化之振动”，“并非具有形
式确定性之广度量”，属于“内容表现上之‘人治
主义’”，其“法”根本不是法治之“法”。［1］135其
原因在于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或“外延表
现”，无科学民主体制、法治主义相制衡与补益。
但是关于人治与法治，钱穆与牟宗三观点相反，
他认为中国偏于法治、制度化，西方偏于人治、
事实化，［5］168这一点颇为有趣，姑且存而不论。
总结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后，牟宗三认为德
治缺点都在于只在“理性之内容表现”上耕耘，
属于治道、人治主义，德治只是一个“软罢观
念”，只能提供指导方向，并不是政道、法治主
义、“理性之外延表现”，不能设立制度来实现
“‘物各付物’之精神与‘就个体而顺成’之原
则”。［1］137其言一针见血、直陈痛处，德治在理想
上、境界上高，但落于实际则难以实践达成，具
有不可行性、不可操作性。寄望于个人德性高
超且代代具有延续性，其可能性太低，不如在制
度架构上做整体设计，以制度弥补人性之不足。
德治要求“圣人为王”，即牟宗三所谓“唯仁
者宜在高位”，对于人民要“就个体而顺成”，但
其个人负担过重，因为“一切责望都集中在治者
个人之德上”，而“人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即
成为无担负者，或至少亦担负过轻”，并且，君主
专制更加促进这一趋势，故这种政治只可能是
暂时政治，难以实现传承;鉴于此，牟宗三认为，
主政者、治者个人应该稍微退后，无为一些，让
“理性之外延表现”得到发挥，使政治真正落实
到双边关系、对待局面中，使人民有担负、有责
任，而不是主政者一人唱独角戏;但如一味要求
主政者做仁者，便使“政治被吞没于道德”，这是
政治、道德双重失败。［1］138 － 140因此主政者角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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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划定清晰，使其细化、可操作，不能将其与
仁者二合一，二合一容易导致混淆不清，责任超
出真实能力范围，不如将二者分开，主政者个人
卸下全责担负，展开“架构表现”或“外延表
现”，使人民分担主政者权责，反而具有可操
作性。
依牟宗三，可总结如下要点:1． 德化治道是
单线发展。2． 政道不可改，唯有革命，然而又形
成新轮回。如钱穆所说:“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
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5］1623． 治道有三
大缺陷。(1)机会稀缺性:德治“可遇而不可
求”;(2)现实暂时性:“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3)操作危险性:治者个人担负过重。德治不具
备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因为在政道或架构表现
方面缺失，没有体制架构作支撑。4． 将科学民
主式政道作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搭好架子，才
能弥补治道之不足。5． 即使如此，牟宗三也认
为政道与治道相通，政道是外王，是“内圣之通
出去”，因此主政者与政体、法治又有密切关系。
传统德治虽然有诸多思想不符合时代，但
这里牟宗三并非对德治全盘否定，认为不能实
行“仁者德治”，而是从政治现实可行性来看，要
对德治思想进行加工，即建立起法治体系、体
制，主政者放权于人民，如此，对主政者、对人民
而言才是双赢。即是说，在法治代替人治基础
上，德治才真正能得以施行，否则只是空想主
义，难以真正操作。
(二)“理性之架构表现”:“隶属格局”变为
“对列格局”
既然单纯德治有重大不足，难以独立成功，
那么从何入手呢?从“架构表现”入手，把重点
从“运用表现”转到“架构表现”上来。但首先
仍需要廓清这二者有何特征、实质，使认识明
晰化。
按照特点来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
可以分别概括为“隶属格局”与“对列格局”。
牟宗三说，“运用表现”特征是“摄所归能”、“摄
物归心”，主政者与人民没有对立，合为一体，好
比父子关系，主政者好比父母，人民好比子女，
这是种大家长式“隶属关系”(Sub － Ordina-
tion) ，而“德化”就如同父母以身教、言教影响子
女，父母与子女并非敌对关系;如果说“运用表
现”是“实践理性”，有道德意味，而“架构表现”
则是代表理性、非道德意义之“理论理性”，相对
于前者，“架构表现”是一种“对待关系”。［1］53可
以说，“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代表两种治理
方式，一种是大家长式人治作风，容易掌控全
局，如果家长能力强、道德高，则福泽无量，反之
则为祸极大，不可控制;一种是科学民主式组织
架构，利于释放活力，使民众得到尊重、自由，德
治有体制保障。
“理性之运用表现”问题恰在于缺乏“架构
表现”，牟宗三指出，现代化基本精神是“‘对列
格局’(Co － ordination)之形成”，反对“隶属”方
式。中国虽有伦理本位、治权民主，却仍然不
够，“关键即在政权不民主”，也就是缺乏“理性
之架构表现”，如黑格尔所说，只有皇帝一个人
自由，而事实上，不是法治下之自由，而只是沦
为情欲、气质之奴隶，其自由是种随意挥洒之自
由，仍非真正自由。［1］26换句话说，治道是人治主
义，一切都是个人权责，缺乏双边关系，是隶属
格局。而由于主政者个人决策难以保障其合理
性，有可能沦为个人欲望之奴隶;而政道则需要
主政者与人民成为对待、对立关系，这一对立关
系在法治政体中取得统一。前文已阐明德治有
重大不足，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就
是“理性之架构表现”要起作用。
传统德治中，由于“架构表现”不能表现出
来，只能单线发展“运用表现”，以“德化之治道”
呈现“理性之运用表现”。然而问题是，传统儒
家无法对于政治、政权给出概念性、义理性、思
辨性理论支撑，而是诉诸直觉、具体或感性认
识，所以容易牵强附会，而缺乏说服力与论证。
鉴于此，牟宗三认为，政权概念需要“思辨出应
然之理路，则至少先在观念上可开出一模型”，
而“以往儒者却甚欠缺”，“公羊春秋亦甚有审辨
力，然未能就其所开出之端绪，辨解而通之。何
休而后，再无第二何休。清末公羊学派多无义
理之训练，其学与识俱不足以任此”，之所以诸
大儒不能开出一个理路，是因为中国学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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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多属于“直觉而具体”这一路，“不能经由概
念之思辨以撑开”。［1］9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家学
者欠缺概念性、思辨性理论，这是由中国人思考
方式所决定的。或许有部分该方面因素，毕竟
古代学者受传统思考方式局限，还未接受科学
观念、逻辑体系熏陶，而当今学人已接受西方思
维方法训练，倒有可能开出一理路。
另外，除了思维方式层面，牟宗三还从文化
层面分析，指出中国文化其实不具备“架构表
现”特质，中国文化可以总结为“社会是五伦，政
治是大皇帝，学问是‘灵明’(良知)”三点。［1］45
中国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修齐治平”之学、“学
而优则仕”、官本位，对社会而言是君臣父子伦
常体系，对于政治而言是皇权大一统思想，对于
学问而言是儒家内圣修养工夫论模式。从《春
秋繁露》可见，整个社会体系各个环节确实都属
于治道层面，这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文化风
向自古以来一向受政治影响较大。
君主专制家天下，其思维是英雄圣贤一体
化，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实际问题在于政体问
题、“架构表现”。当然问题不能全部归于儒家
学者，他们也无力改变政体现实，只能寄望于圣
君、德治。所以中国学者自古以来讲究“德治”，
希望以道德为政治划定界限，但这也侧面反映
出，实际上社会对于主政者个人缺乏有效束缚
力，故只能寄希望于道德束缚。牟宗三指出，英
雄、圣贤作用“落在直觉主义、主观主义、命定主
义”，属于主观，而架构属于客观;道德理性对政
治历史要作批判性鉴别，“首先应在‘家天下’之
大私处说话”，大私处即是历史演进中之客观政
体问题。［1］261可见，不解决“家天下”这一根本问
题，光作治道上英雄圣贤之论会沦于“主观”、
“命定”主义。或许，这也是董仲舒《春秋繁露》
以及其他德治思想难以成为理性、客观、思辨
性、体系化理论之一大原因:前提不可行，推不
出来。
《春秋繁露》将治道看作唯一不变之实法，
而对于牟宗三来说恰恰相反，治道是权法，政道
是实法，而且后者不可或缺。由于“根本不合
理”处在于“政权在皇帝”、“君主专制”，政权缺
乏“常轨”，所以只有“革命”一条路才能更改政
权，而缺乏其他方式;但一直“革命”最终也不是
好办法，儒家改不了政权，只能在治道上想德化
皇帝，“以治道之极来济政道之穷”;本该是政
道、治道二路并行，结果变成了治道一条路，可
见将一切系于皇帝人格上，其实是一种“权法”，
不是根本办法。［1］48牟宗三还认为，“理性运用表
现”境界上比“架构表现”高，但“运用表现”离
不开“架构表现”(以逻辑科学与近代国家政法
一套体系为代表) ，他以城市为喻，将前者看作
一种气象，如自然山川，很伟大，但很虚，而后者
是城市具体建筑，一座城市只有山川气象不成
其为城市，必须以各种具体建筑物来填实、架
构、表现，而依目前现实形势来看，架构表现还
不足。［1］51他还从政道、政治、国家、法律、科学知
识等五个方面对“架构表现”加以说明，并主张
要对权力来源加以限制与安排，使人民产生政
治自觉，最终将政权寄托从具体个人(主政者)
上转到抽象制度上。
在中国文化视域下，“架构表现”与“运用表
现”关系该当如何呢?牟宗三表示，“架构表现”
与“运用表现”、政道与治道、内圣与外王相通，
“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
能”。［1］13所以“理性之架构表现”与“理性之运
用表现”虽各自有独立范畴，但从根本精神上却
也相通，在牟宗三看来，政体是最高道德价值之
实现，只是由于政治与道德各有分际、作用，所
以需分开独立处理。由此可见，他并未因现代
政治思想而抛弃儒家。这一点是牟宗三具有儒
家精神之表现，亦是现代新儒家之“新”处。
结语
《春秋繁露》与《政道与治道》都以德治为重
点，但不同在于，前者纯为单线化治道，政道未
开出，不可操作;后者要求开出政道，将政治与
道德分开，各自独立，使政道与治道相配合，政
道其实是治道之延伸。前者有道德等级之分，
道德与地位挂钩;后者无此分别，考虑以现代法
治体制弥补个人人治之不足，反而符合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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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政者方面而言，前者权力高于后者。《春秋
繁露》是主政者全权全责、既圣又王，所有方面
一把抓，人民方面全然无权无责，双方关系失
衡，造成“隶属格局”，反而不利于现实政治发
展，对于政治、道德都是损失，且就现实来说，几
乎无人具备“内圣外王”资质，这种德治也难以
传递，即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而牟宗三在思
想上厘清了传统德治思想特征、实质，并分析了
其长处与不足，汲取近现代政治思想，意在用
“理性之架构表现”弥补“理性之运用表现”，换
句话说，通过建立现代科学民主政体与法治弥
补君主专制式德治(人治)之偏。他虽然是老话
重提，却是旧瓶装新酒，能关注现代思维，以法
治代人治，使德治话题焕发新活力，从可行性上
将“德治”从“天上”拉回到“人间”。
结合牟宗三与董仲舒思想，可作如下几点
概括:1． 董仲舒《春秋繁露》德治思想受到其时
代局限，暗含命定观、不平等观，其思想要扬弃
地看。2． 传统德治思想有治道，无政道。3． 传
统德治长处在于“直觉而实际”，境界高而难操
作。4． 传统德治有三大重要缺陷，不具备可操
作性、可持续性。5． 治道不能离开政道，必须开
发政道———“理性之架构表现”、科学民主体制，
才是根本。以体制架构支撑德治，这是人性要
求，而传统德治之人治主义、单线化治道是圣人
要求，不现实，也达不到。6． 政道是治道之“通
出去”，二者异中存同，在认识论上要明白其一
体性，但在现实操作上又要知道其分际，不可一
体化。
将董仲舒与牟宗三从德治方面作比较，可
以见证传统思想史之不断发展、不断诠释，也可
以见证现代思想对传统文化之渗透与影响，这
有利于丰富学界对德治问题之研究视角。对德
治概念从可行性与不足方面进行分析，以便于
在扬弃中提高理论鉴别力，加深理论认知。面
对时代问题，将古今德治思想进行对比，从中汲
取养分，或许能为未来提供一种思路，希冀对类
似问题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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